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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变迁研究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

王富百慧!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使用２００８年ＣＧＳＳ调查数据，通过对“职业获得模型”的改进分析了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依据生命历程理论中“时间”的
三个维度，发现在“历史时间”的影响下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并在“社会时间”作用下出现分化。职业发展历程具有浓厚的
“社会性色彩”，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人口转变理论，将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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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
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过去几十年里，在全球
关注女性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女性的就业模式发生了巨
大变化，随着妇女赋权的进展和教育、就业等方面机会的
增加为女性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生育模式的转
变，使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生育负担，进入劳动力市场成
为职业女性。这一系列变化改变了女性原有的生命轨迹，
生命历程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女性自身的发展取得
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如在业率偏低、就业困
难、两性收入差距较大等就业问题，女性职业地位亟待提
高，生存和发展环境急需改善。

二、文献回顾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生命中经历的事件具有多样

性，人的生命过程是由包括出生、入学、婚姻、生育、就职、
退休、死亡等一系列的生命事件组成的，强调个体生命事
件发生的轨迹，并以此为着眼点，强调轨迹的变化与事件
发生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１］。它将“时间”划分为“生命
时间、社会时间、历史时间”三个维度，生命时间代表传统
的生理“年龄”概念；社会时间代表对生命事件发生的社会
预期，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个体入学、结婚、生育、就
职等生命事件存在及发生、发展模式的社会普遍认可；历
史时间强调关注历史事件和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命轨迹的

影响，致力于找寻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将生命的个体意
义与社会意义相联系［２］。
就业是个体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既是自

身发展的途径，也是衡量个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重要标
志，表现为获得社会角色的过程。女性就业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问题，其中，对女性职业地位的讨论不绝于耳。职业
地位，通常是指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某一职业的综合性
价值评价［３］，社会体系中，职业地位通常具有层次性和不
平等性，是社会大众对不同职业自身表现出来的等级形式
的普遍认可，蕴含着“社会时间”的意义。与此同时，建国
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制度历经变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变引发女性就业模式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将女性生育
期缩短，为其寻求自身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历史时间”的
作用下，女性的职业地位、职业层次是否发生了变化及具
有何种变化？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生命历程理论中，将生命的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相联

系的“时间”维度通常以“队列”作为承载者，队列分析是联
结历史发展与生命历程的关键纽带［４］。所谓“队列”指具
有某一共同起点的一批人，如“同一年结婚的人同属于一
个婚姻队列”，“出生队列”则是在相同年份出生的一批人，
它是众多“队列”中的以出生年份为标识的“队列”。生命
历程理论以“队列”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希望通过真正的过
程性研究找出历史对个体生命历程影响的痕迹。因此，本
文以“出生队列”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中国剧烈的制度变迁
过程中，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

三、数据与方法

职业地位的评价有三个维度，即经济地位、权力地位
和声望地位［５］，其中，最常见的是西方学者探索出的一套
对职业地位主观评价的方法———职业声望测量。但该指
标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是人们对各种职业所
作的主观评价；其次，只能获得少数职业的声望得分，无法
确定所有职业的声望位置；第三，它无法对引发职业地位
变动的因素给出合理的因果解释。
布劳—邓肯（Ｂｌａｕ＆Ｄｕｎｃａｎ）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

弥补了上述不足，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了较为简单的
地位获得模型。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这两个
核心概念出发，以个人在社会流动中获得的职业地位作为
因变量，建立因果模型［６］，开创了地位获得模式的研究。
其基本原理是：基于职业声望值、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
教育水平三个重要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计算收入和教
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构建回归方程，然后通过回归
方程计算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依据回归方程计算得出
的声望值，实际上是利用各个职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估算
而来的，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简称为ＳＥＩ。它不仅成为衡量职业地位的重要标准，还被
广泛运用于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研究中。
与西方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职业地位的评价更为复

杂。学者们利用布劳－邓肯的回归方程测算社会地位时，
效果未如预期般理想。以往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不同所有
制单位的职业给予的地位评价是不同的［７］，个体职业地位
的高低取决于其所置身的单位地位，再分配体系中资源的
摄取要通过单位地位实现［８］。权力因素是判断职业地位
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影响［９］。此
外，在中国存在一些收入较高但层次较低的职位，在不同
时期职业地位存在差异，以个体户为例，改革开放前属于
受歧视的职业，市场经济之后受歧视程度有所减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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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与国有企业、政府机关相比职业地位较低，但收入并
不低，被划分为受歧视职业。因此，学者们对布劳－邓肯的
回归方程加以改进，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方程的解释力，
认为对职业地位的判断不仅取决于收入和教育，还受到其
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也将根据研究需要对方程作适
当的调整，以期得出更加有效的结论。
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的作用下，各个出生队列的女性

职业地位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历史事件的足迹在职
业地位的变化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职业层次也因“历史时
间”和“队列”的不同呈现差异和变化。因此，本文从队列
视角构建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既有“历史时间”背景的宏观
影响，也有包括诸如个体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微观层面上
的特征。通过构建职业地位获得模型，计算用于衡量女性
职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探寻女性职业地位和层次
的变化历程。为了满足分析需要，我们采用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数据（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缩写为ＣＧＳＳ）２００８
年调查数据，该数据涵盖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信
息，数据质量较高，具有满足研究所需的各种变量，尤其是
家庭成员信息很好地契合了我们研究导致职业地位获得

的先赋性因素的需要。

四、模型结果

依据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我们在原有职业收入和受教
育年限两个变量基础上，增加权力因素、部门因素、社会歧
视因素①三个变量，得到方程如下：
职业地位＝６１．４１＋０．３７５×受教育年限＋０．０３２×月

收入（百元）＋５．２５０×最高管理者＋３．３３７×中层管理者
＋０．７８５×基层管理者＋８．６８０×党政机关＋７．１９５×事
业单位＋２．３５２×企业单位－２１．２５７×受歧视职业
权力因素中，管理层次越高职业地位也越高，且对职

业地位的影响力也就越大。部门因素也就有相同的规律，
部门层次越高，职业地位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越大。歧视
性因素对职业地位起到负向作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职业
地位的提升。教育与权力因素、部门因素之间的平均相关
系数分别为０．７５和０．９０，我们认为教育为女性进入权力
层和管理层提供可能，而职业所具有的权力特征和管理职
能决定了该职业的地位（表１）。

表１　女性职业地位获得模型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受教育年限 ０．３７５＊＊＊ ０．０３３
月收入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
权力因素

高层管理 ５．２５０＊＊＊ ０．４９９
中层管理 ３．３３７＊＊＊ ０．５１２
基层管理 ０．７８５＊＊ ０．３６３
部门因素

党政机关 ８．６８０＊＊ ０．５９８
企业单位 ７．１９５＊＊＊ ０．２３９
事业单位 ２．３５２＊＊＊ ０．３３８
歧视因素 －２１．２５７＊＊＊ ０．２１７
常数项 ６１．４１＊＊＊ ０．４２６
解释比例Ｒ２　 ８８．１％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０

　　进一步讨论城乡之间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差异，分别
构建城乡职业获得模型，得到方程如下：

职业地位（农村）＝５８．３６０＋０．３８２×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１×月收入（百元）＋２．９４×最高管理者＋１．２５６×中
层管理者 ＋１．３８９×基层管理者＋１．１６７×党政机关＋
１．４８３×事业单位＋３．１３２×企业单位－３２．４５０×受歧视职业
职业地位（城镇）＝５３．４９＋０．２８７×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１１×月收入（百元）＋８．７９４×最高管理者＋５．６０１×
中层管理者＋３．２１９×基层管理者＋１．６９０×党政机关＋
１．５９３×事业单位＋１．６２１×企业单位－２６．３７８×受歧视职业
我们发现，教育和收入对城乡女性职业地位的提升具

有正向作用。农村中，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较大，

而收入则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提高利于农村女性进
入地位较高的职业；城镇中，教育、收入均对女性职业地位
具有影响力；教育在农村女性进入较高地位职业的作用大
于城镇女性。权力因素和部门因素对城镇女性职业地位
的获得作用十分显著，而在农村则并不显著（表２）。提高
教育是农村女性进入较高地位的职业的唯一途径，而城镇
女性则除了提高教育之外，可以借助权力因素、部门因素
提升其职业地位，与此同时，提高教育也增加了其进入权
力部门、管理部门（教育与权力因素、部门因素的平均相关
系数分别为０．９１、０．８９）的可能性。从事同样歧视性职业
的情况下，农村女性被歧视的程度要高于城镇女性。

表２　城乡女性职业地位获得模型结果

农村 城镇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受教育年限 ０．３８２＊＊ ０．０９３　 ０．２８７＊＊＊ ０．１２１

月收入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５

权力因素

高层管理 ２．９４０　 １．２４７　 ８．７９４＊＊＊ ０．２３１

中层管理 １．２５６　 １．４７８　 ５．６０１＊＊＊ ０．００３

基层管理 １．３８９＊ ０．９３９　 ３．２１９＊ ０．３７４

部门因素

党政机关 １．１６７＊＊ ０．００９　 １．６９０＊ ０．２９２

事业单位 １．４８３＊ ０．３４２　 １．５９３＊＊＊ ０．８３１

企业单位 ３．１３２　 １．８３３　 １．６２１＊＊＊ ０．２８８

歧视因素 －３２．４５０＊＊＊ ０．０２４ －２６．３７８＊＊＊ ０．９３７

常数项 ５８．３６０＊＊ ０．０９８　５３．４９０＊＊＊ ０．２０１

解释比例 ７４．５％ ８３．２％

　　注：＊＊＊表示ｐ＜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０

６４１

①权力因素，包括３个虚拟变量：是否是单位的最高管理者、是否是单位的中层管理者、是否是单位的基层管理者；部门因素，包括３个
虚拟变量：是否就业于党政机关、是否就业于事业单位、是否就业于企业单位；社会歧视因素，包括１个虚拟变量：是否是受歧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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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变迁

（一）职业地位的变化
通过构建职业地位获得模型，得出影响女性职业地位

的因素，依据影响因素计算衡量女性职业地位的社会经济
地位指数（简称ＳＥＩ）。中国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变化
趋势（图１）。呈现阶段性缓慢上升的发展过程，具体表现
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６０年的出生队列，女性的
ＳＥＩ值缓慢上升；第二阶段：１９６１－１９７５年的出生队列，女
性的ＳＥＩ值保持稳定；第三阶段，１９７６及以后的出生队列，
女性的ＳＥＩ值大幅度上升。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女性
在职业地位呈现缓慢提升的过程中阶段性特征明显，１９７５
年之前的出生队列中，女性队列间的职业地位差异不大，
提升的幅度较小，真正明显的改变出现在１９７６年之后的
出生队列，职业地位有了大幅度升高。但各个出生队列的
ＳＥＩ值最高值低于５５，即便职业地位有了显著升高，但仍
处于中下水平，总体看来，中国女性的职业地位仍然偏低。

图１　队列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图２　城乡队列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城乡女性职业地位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图２），具
体表现为：（１）城乡之间的ＳＥＩ值从最初的相差不大逐渐
出现分化，且分化过程中城镇女性的ＳＥＩ值始终高于农
村。城乡女性的职业地位最初并没有较大差异，但随着社
会的发展，城镇女性的职业地位逐渐高于农村女性。（２）

城乡女性的ＳＥＩ值变动过程中均呈阶段性，但各具特点。
城镇女性ＳＥＩ值呈现保持稳定、缓慢上升的过程；农村女
性则表现出缓慢下降、迅速回升、保持稳定的过程。总的
看来，城镇女性的职业地位逐渐上升，而农村女性的职业
地位稳定中略有下降，在第一阶段下降之后保持稳定，虽
然中间几个队列略有回升，但略低于下降前的水平。（３）
女性城乡间职业地位的差距逐渐增大，城镇女性的职业地
位高于农村女性，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需要注意的是，１９８５年后出生队列的ＳＥＩ值均出现下

降趋势，这并非是女性职业地位下降，而是受到调查数据
的限制，截止到调查结束时１９８５年之后出生的女性年龄
小于２０岁，处于接受高等教育年龄段，已就业的女性大多
未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就业层次较低，据此计算的ＳＥＩ值
偏低，这几个队列女性的职业地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低估。

（二）职业层次的变化
社会经济指数是测量职业地位的重要指标，社会分层

的研究者们利用ＳＥＩ值对职业地位进行分层。通常采用
五等分法将ＳＥＩ值划分为五个层次，其中０－１９分为下层，
２０－３９分为中下层，４０－５９分为中层，６０－７９分为中上层，８０－
１００分为上层。其中，上层职业主要是掌握先进的知识和
文化、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包括
高级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国家机关及企业领导层、法官、
医生等职业；中上层的职业主要包括国家机关以及企业的
中层管理人员（如国家机关处长、公司经理等），以及媒体
和娱乐类从业者职业；中层职业主要是由办事人员以及商
业服务业人员组成；在中下层职业主要由产业工人、农业
劳动者等体力劳动者组成；下层职业包括由城乡无业失业
半失业者组成。我们依据五分法分别计算不同职业层次
的女性所占比例，用以衡量中国女性的职业层次结构的
变化。
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女性的职业层次结构发生显著变

化，由最初的“Ｔ”字型向“Ｉ”字型过渡。中国深刻的社会变
迁对女性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个人的职业流动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我们选取１９４９和１９８０两个出生队列进行
对比①，１９４９年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职业层次很低，主要
以下层职业为主，呈现明显的Ｔ型结构，即下层职业占绝
大部分比例，随着职业层次越高，女性的比例越小。１９８０
年的出生队列中，女性的职业层次发生巨大的变化，呈现Ｉ
型结构，下层、中下层比例缩小，中层、中上层、上层比例显
著增加。随着队列的发展，绝大多数女性处于中等层次，
职业层次开始向上流动，但处于上层职业的比例依然较
低。以往学者通过研究也发现这一特征，他们从性别隔离
的角度给出解释，认为受到社会传统观念、规范甚至是制
度的层面上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定位，以及长期“社会化”
过程中，性别差异的教育（家庭教育、正规教育）得以维持、
强化并传承，愈演愈烈的职业性别隔离限制了女性职业地
位的获得和流动，尤其是高层次的职业地位上存在着“玻
璃天花板②”，“女性难以流入最高决策层”。

①由于以队列为研究视角，因此，无法逐一描述几十个队列职业层次的结构。我们关心的是，女性的职业层次究竟发生何种变化，因
此，只需选取有效的两个队列进行对比即可。

②天花板效应（ｃｅｉ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设置一种无形的、人为的困难，以阻碍某些有资格的人（特别是女性）在组织中上升到
一定的职位。女性或是少数族群没办法晋升到企业或组织高层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或经验不够，或是不想要其职位，而是一些针对女性
和少数族群在升迁方面，组织似乎设下一层障碍，这层障碍甚至有时看不到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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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队列女性的职业层次具有不同的变化历程，具体
表现为：（１）城镇队列女性的职业层次一直高于农村，各个
出生队列中上层、中上层、中层职业的比例均高于农村，中
下层、下层职业的比例低于农村；（２）城镇女性的职业层次
提升的程度要大于农村女性，即城镇女性的职业向上流动
的程度要大于农村女性；（３）城乡队列女性职业层次结构
的变化各异，最初两者的职业层次结构均为Ｔ型结构，城
镇女性的职业层次结构转变为Ｉ型，而农村女性则依然为
Ｔ型。城乡队列女性的职业地位发展过程出现分化，且分
化的程度不断增大。

六、主要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受到
“历史时间”的影响，其阶段性特征与中国就业制度的调整
过程相契合。制度政策的力量强制性的影响女性职业地
位的变化过程。建国以来，中国女性就业历经四个发展阶
段：政府倡导、组织安排（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政府包揽、统包统
配（１９５８－１９８０年），市场配置、自主发展（１９８０－２００１年），宏
观调控、积极促进（２００２年至今），１９４９年以后出生的女性
恰好经历了后三个阶段。统包统配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０年出
生的女性恰好在这一时期就业，政府对女性就业采取行政
干预，政府包揽使劳动力“市场”消失，就业范围遍布各个
领域，“人人平等”“大锅饭”式的工资分配制度等使职业间
差异缩小，女性的职业地位日渐升高。进入劳动力市场自
由发展时期后，女性的就业机制逐渐从分配制过渡到市场
制。这一时期，女性的职业地位虽然依然逐渐提升，但是
速度渐渐放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实行的国有企业改
革引发下岗失业，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职业地位开始下
降。自此以后，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使女性处于
弱势，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女性更多的流向低层次的职业，
进而职业地位开始下降。不同政策背景下的女性就业过
程必然带着“历史时代”的色彩，制度变迁的强制力量成为
制约职业发展的“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不同出
生队列女性的职业选择和发展。
城乡女性的职业发展过程存在着分化，城镇女性职业

地位明显提升，职业层次结构发生改变，社会地位提高，但
农村女性职业地位始终偏低，职业层次结构没有变化，社
会地位依然偏低。城乡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差异源于地
位获得途径上“认识”差异和享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
农村中，女性教育和职业地位的获得呈现单一的直线关
系，提高受教育程度是进入高层次职业、提高职业地位的

唯一途径。而城镇女性中，权力因素、部门因素不仅是影
响职业地位获得的独立变量，成为教育与职业地位之间的
中介变量，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城镇女性进入权力部
门、管理部门的职业增加了可能，而职业所具有的权力特
征和管理特征则决定该职业地位。“认识”的差异和享有
“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已成为长期城乡分割体制下形成的
普遍“社会认可”，“社会时间”的约束力量引发城乡女性职
业发展过程的分化。
职业地位的变化是中国女性职业历程发展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环节，镶嵌在社会变迁之中，具有浓厚的“社会性
色彩”。职业与出生、教育、婚姻、生育、死亡等一系列重要
生命事件共存于生命历程之中，因此，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带有“社会性色彩”的生命事件发展模式的转变与出生、死
亡模式转变一样属于人口转变的范畴，属于人口转变的社
会内涵，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与此同时，特定的历史
背景下的人口转变模式必然影响人口社会性转变的进程，
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二者从侧面印证了人口转变是
一个多维动态的过程，无疑从另一个视角诠释了人口转变
理论，将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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